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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投资效益系数、变异系数并结合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我国中部地区六省 80 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

探析 2016 年中部六省投资效益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点与规律，辨析影响各省投资效益的关键因素。结果表

明: 投资效益在中部地区呈现出东西高、南北低、中部凹陷的空间分异特征，各省投资效益的地区差异显著; 影响因

素的作用力在全区空间尺度相对均衡，但在省际空间尺度有分化，表现出既有大方向的一致性又存在各自的发展特

征; 基础设施条件是最重要的投资效益影响因素，但长期来看，劳动力因素和产业政策对未来投资效益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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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部地区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作用关键 ，具有承

东启西的重要地位［1］，但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东北振兴战

略曾使其陷入“中部塌陷”［2］的局面。2006 年党中央、
国务院做出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2016 年

国务院进一步审议通过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
规划》。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指数大幅度上升［3］，发展速度明显加快［4］，尤其是在

工业化、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方面取得了明

显的政策效应［5］。但中部地区是否已经真正崛起以及

地区经济是否已经达到均衡发展还值得探讨。事实上，

中部崛起带来的经济增长短期内出现了收敛，但这种收

敛趋势在中长期将消失［6］，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水平和能

源结构水平还较低且演化速率极其缓慢［7］，预计到“十

三五”末，中部六省与发达省份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扩

大［8］。中部地区内部也还存在经济发展水平［9］、经济发

展质量［10］、经济效率［11］以及低碳发展竞争力［12］等方面

的发展不均衡现象。陈虹等认为投资增长率不同是造

成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不同进而引起经济差异而导致我

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13］。地区经济增长

与投资关系密切，国外学者 J． B． Delong 等［14］、M． Blom-
strom 等［15］、J． B． Madsen 等［16］分别以不同国家为研究

对象，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关系，并且得出了二者具有相关性的结论。当前在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背景下，地区经济发展应该依

靠有效的投资而不是落后产能和重复投资［17］。投资效

益是反映投资效果与质量的重要参数，发达国家由于投

资效率问题不突出，很少有系统权威的关于投资效益的

研究文献［18］，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投资效益评价体系

的建立［19 － 22］，对于寻找影响投资效益水平的因素以提高

投资效益的途径还鲜有研究。中部地区目前尚处于投

资驱动阶段［23］，投资效益好坏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作

用举足轻重。因此，本研究选取我国中部六省 80 个地

级市为研究样本，通过对比分析中部六省投资效益水平

及其均衡程度进而得出其空间分异的特征规律，并利用

地理探测器对选取的 15 个投资效益影响因素指标进行

探测，找出各省投资效益的关键影响因素，为提高中部

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提供科学建议。

1 区域、方法与数据

1． 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为我国中部六省及其所辖 80 个地级市。

中部六省包括山西、河南、江西、安徽、湖北、湖南，80 个

地级市包括山西省 11 个、河南省 17 个、江西省 11 个、安
徽省 16 个、湖北省 12 个、湖南省 13 个。研究中的一级

区域为中部六省 80 个地级市形成的地域空间，二级区

域为各省所辖地级市形成的地域空间。2016 年中部六

省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为 21． 59%［8］。
1． 2 研究方法
1． 2． 1 投资效益系数。投资效益系数是描述宏观投资

效益的重要指标，反映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所形成或

增加的经济总量。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具

有滞后性的特征，在计算过程中借鉴学界通行的处理方

法，选取滞后 1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投资效益系

数［24］。投资效益系数值越大代表该地区投资效益水平

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投资效益系数计算公式为:

Yi，t = ( Gi，t － Gi，t －1 ) Ii，t －1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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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Yi，t 为地级市当年的投资效益系数; Gi，t，Gi，t －1 分

别为 i 地级市当年和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 Ii，t －1
为上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 2． 2 变异系数。在地理学界变异系数一般用来探讨

空间分异的状况，可以反映单位均值上的离散程度，变

异系数值越大表明研究对象的分异性越明显，内部差异

越大。通过计算中部六省的变异系数值，分析对比各省

内部投资效益的差异程度。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为［25］:

Cvi = si yi 。 ( 2)

式中: Cvi 为 i 省投资效益系数的变异系数; si 为 i 省各地

级市投资效益系数的标准差的无偏估计; yi 为 i 省各地

级市投资效益系数的均值。
1． 2． 3 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是通过探测所存在的

地理事物现象的空间分异性来揭示其背后的驱动因素

的一种空间统计学方法［26］。存在于特定空间位置上的地

理事物，由于影响其发展变化的环境因素具有空间上的

差异性，如果这二者的变化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则认为

这种环境因素对该地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意

义［27］。本研究通过地理探测器探测各影响因素指标对投

资效益系数的探测力 q 值，其表达式为:

q = 1 －∑
m

i = 1
niσ2

i ( nσ2 ) 。 ( 3)

式中: q 是某个影响因素对投资效益系数的探测力值; m
是次级区域的数量( 个) ; n 是一级区域样本量( 个) ; ni
是次一级区域样本数量; σ2 是一级区域投资效益系数的

方差; σ2
i 是次级区域投资效益系数的方差。q 的值域为

［0，1］，在本研究中，q 值越接近于 1 表示该因素对投资

效益的影响作用力越强，即为关键影响因素; 反之，q 值

接近于 0 表示影响作用力越弱。
1． 2． 4 探测指标体系。为科学探测投资效益的影响因

素，需要建立科学的探测指标体系。鉴于投资效益与经

济发 展 关 系 密 切，参 考 已 有 关 于 经 济 发 展 的 指 标 体

系［25，28 － 29］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分别从经济基础、产

业政策、劳动力资源、基础设施 4 个方面选取 15 项影响

因素建立影响投资效益系数的地理探测器探测因子指

标体系( 表 1) 。
1． 3 数据来源

鉴于投资效益系数计算中固定资产投资的滞后性

效应，固定资产投资额选取 2015 年数据，此外 GDP 的增

加值为 2016 年、2015 年两个年度的差值( GDP 按当年

价) ，影响因素指标数据为 2016 年数据。经济数据主要

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城市年度库，缺失数据来源

于 2017 年《河南统计年鉴》、2016 年《山西统计年鉴》、
2016 年《武汉统计年鉴》、2017 年《荆州统计年鉴》、2016
年《随州统计年鉴》。图件数据来源于 1∶ 7 000 000 地质

云数据库( http: / / geocloud． cgs． gov． cn / ) 的全国地级市

行政面积矢量数据，绘图将省辖直管市所在区域面积并

入省会城市。

表 1 投资效益系数影响因素探测指标体系
Tab． 1 Influencing factors

detec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investment benefit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探测因子)

投
资
效
益
系
数
影
响
因
素
的
探
测
力

经济
基础

产业
政策

劳动力
资源

基础
设施

X1人均 GDP( 元)

X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 % )

X3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

X4政府对科技及教育投资占 GDP 的比重( % )

X5从事高新技术产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比重( % )

X6单位人口在校大学生数( 人 /万人)

X7规模以上工业固定资产占 GDP 的比重( % )

X8人口密度( 人 /km2 )

X9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 )

X10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X11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m2 )

X12单位 GDP 供水量( m3 /元)

X13单位 GDP 用电量( kW·h /元)

X14单位人口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册 /百人)

X15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2 结果与分析
2． 1 投资效益的空间分异特征

利用 ArcMap 10． 5 将 80 个地级市的投资效益系数

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法进行分类制图( 图 1) 。中部地区

80 个地 级 市 投 资 效 益 存 在 较 为 明 显 的 空 间 分 异 性。
2016 年投资效益系数最高的 2 个地级市分别为河南省

的许昌市、三门峡市; 同期投资效益系数为负值的 2 个

城市分别为江西省赣州市、山西省大同市。2016 年投资

效益系数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城市共 24 个城市，占城

图 1 2016 年中部六省各地级市的投资效益系数
Fig． 1 Investment benefit coefficients of variou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six provinces in Central China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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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数的 30%。其中，河南、湖南、江西各有 5 个城市;

湖北、安徽各有 4 个城市; 山西只有 1 个城市。从空间

看，这 24 个城市散落分布在中部地区核心圈外围的东

西两条地带，而在北部山西省大部地区、南部江西省赣

州市以及中部湖北、江西交界的区域形成投资效益的低

洼区。2016 年中部地区投资效益的空间分异特征总体

表现为东西高、南北低、中部凹陷。
为更清楚地辨析中部地区省际层面投资效益的特

征，将各省的投资效益系数均值和变异系数值做进一步

对比分析( 图 2) 。各省的投资效益系数均值来源于省内

各地级市投资效益系数的平均值，反映该省投资效益的

平均水平，体现该省经济发展的质量。2016 年中部地区

投资效益系数均值最高的省份是河南省，其值为 0． 18;

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江西省 4 个省份的结果都接近

于 0． 10; 山西省结果最小为 0． 03，与其他五省差距较大。
投资效益系数的变异系数值反映各省内部各地级

市之间投资效益的差异程度，体现各省投资效益及经济

发展的均衡程度。河南省投资效益系数的变异系数值

最大，为 1． 38; 山西省紧随其后，为 1． 33; 江西省不相上

下，为 1． 13; 湖北、安徽相近，分别为 0． 68，0． 57; 湖南最

小，为 0． 40。通过对比中部六省投资效益系数均值及其

变异系数值发现: 中部六省之间投资效益水平存在较大

差距，投资效益最高的河南省是最低的山西省的 6 倍，

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水平居中; 投资效益的均衡

性在各省内部也存在较大差异性，尤其是投资效益最高

和最低的两个省份河南省和山西省变异系数值最大。
此外，江西省的变异系数值也较大，反映出其省内各地

级市的投资效益差距较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程度

高。

图 2 中部六省 2016 年投资效益系数均值及变异系数

Fig． 2 Mean investment benefit coefficients an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the six provinces in Central China in 2016

2． 2 投资效益影响因素探测与结果
在对投资效益各影响因素指标进行影响力 q 值探测

时，由于地理探测器对于类别变量的测算结果更为显

著［26］，本研究首先利用 SPSS 23． 0 软件的二阶聚类分类

法将各探测因子数据的连续型变量值转化为 1，2，3，4，5
这 5 个类型值。然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测算方法，分别测

算得到中部六省全区及各省的 15 个影响因子的探测力

q 值。探测结果显示( 表 2) ，就中部地区整体而言，基于

全区层面投资效益影响因素的各因子的 q 值都较小，没

有突出的影响因素，反映区内影响因素的分异程度较

低，也即影响因子较为均衡地散落于各个省份［30］。这可

能是因为 6 个省份之间在空间上的相邻性而表现出在

经济发展上影响因素的相似性。从各省内部看，探测因

子的 q 值都明显增大，q 值越大表示该影响因素对该省

投资效益的解释力度越强，同时也显示出在省域内部影

响因素的空间分异性增大。

表 2 投资效益影响因素探测结果
Tab． 2 Detection results of the

investment benefit influencing factors

探测
因子

q 值

全区 江西 安徽 河南 山西 湖南 湖北
X1 0． 008 0． 115 0． 302 0． 076 0． 578 0． 273 0． 317
X2 0． 095 0． 710 0． 337 0． 273 0． 298 0． 350 0． 226
X3 0． 069 0． 087 0． 035 0． 353 0． 016 0． 500 0． 102
X4 0． 033 0． 335 0． 324 0． 087 0． 347 0． 337 0． 248
X5 0． 024 0． 028 0． 455 0． 176 0． 268 0． 451 0． 195
X6 0． 028 0． 100 0． 261 0． 122 0． 227 0． 090 0． 376
X7 0． 075 0． 404 0． 277 0． 331 0． 460 0． 237 0． 137
X8 0． 068 0． 428 0． 405 0． 090 0． 503 0． 628 0． 143
X9 0． 085 0． 264 0． 075 0． 443 0． 403 0． 510 0． 169
X10 0． 054 0． 138 0． 091 0． 419 0． 240 0． 165 0． 133
X11 0． 043 0． 791 0． 553 0． 349 0． 510 0． 242 0． 196
X12 0． 171 0． 301 0． 276 0． 392 0． 282 0． 367 0． 155
X13 0． 013 0． 109 0． 358 0． 137 0． 309 0． 512 0． 436
X14 0． 113 0． 310 0． 195 0． 314 0． 733 0． 194 0． 410
X15 0． 055 0． 699 0． 362 0． 430 0． 458 0． 631 0． 120

为了更清晰地辨识各省投资效益的主要影响因素，

选出各省探测力 q 值结果居前 5 位的影响因素作为各省

投资效益的关键影响因素( 表 3) 。根据每个关键影响因

素在不同省份内出现的频次，将其分成两种类型( 表 4) :

一类为同时出现在 3 个及以上省份的高频影响因素，称

其为基础因素; 另一类为只出现在 2 个或 1 个省份但具

有地区识别意义的表征性影响因素，称其为主导因素。
通过对各省的基础因素与主导因素做进一步的对比分

析进而探寻各省投资效益关键影响因素呈现出的特征

与规律。中部六省投资效益的基础因素相似性极高( 表

4) ，这些因素可以归为基础设施( 绿化覆盖率、人均拥有

道路、单位GDP用电量) 与劳动力资源( 人口密度) 这两

表 3 各省投资效益关键影响因素
Tab． 3 Key factors affecting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various provinces

省份
关键影响因素排序

第 1 位 第 2 位 第 3 位 第 4 位 第 5 位

河南 X9 X15 X10 X12 X3
湖南 X15 X8 X13 X9 X3
湖北 X13 X14 X6 X1 X4
安徽 X11 X5 X8 X15 X13
江西 X11 X2 X15 X8 X7
山西 X14 X1 X11 X8 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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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关键影响因素分类
Tab． 4 Types of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类型 影响因素 省份
X15绿化覆盖率 江西、安徽、河南、湖南

基础因素
X8 人口密度 江西、安徽、湖南、山西
X11人均拥有道路 江西、安徽、山西
X13单位 GDP 用电量 安徽、湖南、湖北
X3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河南、湖南

主导因素 X7 工业固定资产占 GDP 的比重 江西、山西
X4、X5 高新技术产业基础 湖北、安徽

大类别( 表 1) ，意味着这两大类因素对各省投资效益作

用力较强。进一步观察，表 3 中的第一列为影响力 q 值

最大的影响因素，这其中除河南省的影响因素为 X9 ( 就

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外其余 5 个省的首位关键影响因

素均属于基础设施类。此外，将各省中属于基础设施类

的关键影响因素数目加总，发现在全部 30 个关键影响

因素( 表 3) 中属于基础设施类的影响因素有 13 个，占总

数的 43． 3%。由此可见基础设施类影响因素对中部各

省投资效益的影响力突出，是最重要的一类影响因素，

这与武力超等［31］、魏巍等［32］的研究结果相似。除基础

设施类影响因素外，人口密度这个影响因素在关键影响

因素中( 表 3) 同时出现在 4 个省份( 湖南、安徽、江西、山
西) ，可见其对中部各省投资效益也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人口密度反映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容量，郑享清

等［11］认为中部六省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中人力资本的

作用大于产业结构、政府干预经济和对外开放，本研究

的结果印证了该观点。
中部六省投资效益的主导因素均属于产业政策类

因素( 表 4) ，表现出既存在差异性又具有两两相似的耦

合性。具体来看: 江西、山西的主导因素为 X7 ( 工业固定

资产占 GDP 的比重) ; 河南、湖南的主导因素为 X3 ( 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安徽、湖北虽然没有完全相同

的主导因素，但安徽的 X5 ( 高新技术产业人员占总就业

人口比重) 与湖北的 X4 ( 科技及教育投资占 GDP 的比

重) 都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支撑，具有相似的耦合

性。
综合中部六省投资效益系数均值及其关键影响因

素的特点规律可将中部六省的投资效益水平、经济发展

现状划分为三级阶梯: 第一阶梯为河南和湖南，投资效

益系数均值分别为 0． 18，0． 11，居六省之前列，反映出两

省的投资效益水平、经济发展质量较高，两省投资效益

的主导影响因素为 X3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显示两省的产业结构水平较高，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因

此，将两省归为第一阶梯。结合两省共有的关键影响因

素 X15 ( 绿化覆盖率) 、X9 ( 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认为

两省都具有较优越的投资环境和较充足的劳动力条件，

但 X11 ( 人均道路) 这个因素两省水平均较低，因此，未来

两省需要在道路建设发面加强投资力度。第二阶梯为

湖北和安徽，投资效益系数均为 0． 10，主导影响因素为

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这也与两省目前的发展现状吻合。
但相对而言，湖北省的 X6 ( 单位人口在校大学生数) 为其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潜在的高科技劳动力资源，而

安徽只有 X8 ( 人口密度) 这一劳动力因素，从这个方面来

分析，湖北省更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潜力，而安徽

省需要进一步吸引高技术人才来弥补潜在人才之不足。
两省所在的第二阶梯未来在中部地区的发展中应该以

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带动中部地区产业的转型升

级，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三阶梯为江西和山西，投资效

益较差( 山西省最差) ，经济发展水平在六省中居于下

游，两省共同的主导影响因素 X7 ( 工业固定资产占 GDP
的比重) 也反映出两省产业结构水平低，仍以工业产业

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未来两省应利用交通基础设

施较完善、人力资源较充足等优势，与中部地区较发达

省份走合作发展之路，尽快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提高投资效益，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中部地区投资效益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全区 80
个地级市的投资效益系数在空间上呈现出东西高、南北

低、中部凹陷的格局，投资效益系数值最高的两个城市

都在河南省，投资效益系数值为负值的两个城市分别在

江西省和山西省。投资效益系数均值的省际差距较大，

河南省是山西省的 6 倍，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结果居

中。各省内部投资效益差距不一，湖南省投资效益的变

异系数值最小，省内各地级市的投资效益差异程度最

低，河南省、山西省变异系数值大，两省省内各地级市投

资效益水平差别较大。
地理探测器的探测结果显示，在全区层面投资效益

各影响因子的探测力 q 值都较小，没有突出作用的影响

因子，在省级层面各影响因子的探测力 q 值都显著增大。
探测力 q 值居前五位的各省投资效益的关键影响因素既

具有大方向的一致性又存在各自的特点。在影响各省

投资效益的基础因素中，基础设施类因素居于第一位，

人口密度是除基础设施类因素外重要的关键影响因素;

影响投资效益的主导因素均属于产业政策类并存在六

省两两耦合的阶梯性特征。
综合六省投资效益水平及其主导因素的耦合性特

征得出: 河南、湖南两省投资效益水平最高，主导因素为

第三产业，属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省份; 湖北、安
徽两省投资效益水平较高，主导因素为高新技术产业，

属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省份; 江西、山西两省投

资效益水平较低，山西省最低，主导因素为第二产业，在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
3． 2 建议

在中部崛起政策的重要发展阶段，根据中部地区的

整体发展阶段和特点，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改善地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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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提升区域整体生态功能，吸引和留住人力资源，是中

部六省的共同方针。同时，中部地区投资效益各省存在

差距的结论提示中部地区在统一崛起的过程中，应该加

强地区之间的沟通，因地制宜发挥先进带动作用，制定

相应的地区发展战略。河南省、湖南省应以第三产业为

主要转型发展与投资方向，在区域发展中起好领头羊的

作用。湖北省、安徽省应重视人才培养，进一步加大对

教育的改革和投入，创造良好的就业和创业环境，为中

部地区的整体崛起提供创新驱动源泉。江西省、山西省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仍应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将影响投

资效益的推手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并重视结构

调整的长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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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vestment Benefit in Central China

XUE Huifang1，CHEN Hong2，WANG Guoxia3
( 1． School of Economic and Trade，Taiyuan College，Taiyuan 030032，China;

2．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coefficient of investment benefit and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the geo-detector
method，taking 80 cities in six provinces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as research sample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the investment benefi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ix provinces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in 2016，and identifies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vestment benefit of each provi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vestment benefit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show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
teristics of high east and west，low north and south，and depression in the central region，and the regional differ-
ences of investment benefit are significant in each province． The influenc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s relatively bal-
anced in the regional spatial scale，but differentiated in the inter-provincial spatial scale，showing the consistency of
the major directions but existing their own features of development stages． The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investment benefit． However，in the long term，labor factors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will have a significance for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investment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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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of the U． S． 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HAN Jiaxiang1，CHEN Ying1，SHI Qinqin2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Abs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ost count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elects 31 provinces’FDI in China to establish panel data sets from 1991 to 2017，and uses exploratory spa-
tial data analysis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of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the U． S．
A． has shown an overall upward trend in FDI in China; From the aspect of z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the
vast majority are distributed on the eastern coast，and the majority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less dis-
tributed． The western FDI stock is smaller than the eastern part but larger than the middle part; The clusters are
distributed in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the Bohai Ｒim and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region，and the majority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ve no obvious agglomeration． (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autocorrelation，it
can be divided into random distribution stage from 1991 to 1995 and significant agglomeration stage from 1996 to
2017;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autocorrelation，the“fan-shaped”spatial pattern with the eastern coast as the
core 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s the periphery is generally presented． ( 3) Four factors，including the lev-
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rket size，economic foundation，and human capital，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bsorption of U． S． A． FDI． The influence of transportation level，industrial structure，infrastructure，foreign de-
pendence，and resource endowment on regional absorption of U． S． A． S FDI is not obvious．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patial-temporal features; determinants; U． S． A．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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